
《牡丹亭》演出小史

江巨荣

汤显祖的名作《牡丹亭》（《还魂记》）问世整整四百年了。作为文学本，自万历刻本至今人的精校本无虑数十种，历来精本叠出，一脉相承，文献目录将它著录得十分清楚。然而《牡丹亭》又是一部戏剧，戏剧的生命力与艺术特征又需要形象地呈现于舞台，它的社会作用与影响更要借助于演出才能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因此，演出史的研究至少应与戏剧文献目录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可是古时文人囿于传统偏见，他们对演出纪录的兴趣远远低于书目文献著录的兴趣。少数文人在诗文中即便偶有涉及也多语焉不详。所以今人对古代剧目的演出，即使是像名著《牡丹亭》的演出，也都有些朦胧。近两月来，关于全本《牡丹亭》演出的消息屡屡见诸报章、电视，据说它不仅即将在国内演出，而且要进军美洲、欧洲、澳洲、东南亚，这使每一个关心昆曲，乃至整个戏剧兴盛的观众都感到兴奋。但看了一些报导，那上面说：全本《牡丹亭》自汤显祖写成后400年从未演出过，今年7月到林肯艺术中心上演才是400年来的首次全本演出。这次演出的导演也成了“第一个导演全本的人”。总之，是“一连串的第一”。看了这些断语，至少使浅学如我者心中感到很不踏实。自问：汤显祖的这部名作问世之后果真没有全本上演过吗？四百年来，真没有一位艺术家和艺术知音倾其精力、财力、物力将《牡丹亭》全本搬上舞台，而要等待四百年后的人士来完此宿愿、成此宏业吗？为了解答自己的疑问，只好翻书。剧目演出史类的书籍虽不可见，但徐朔方的《汤显祖年谱》，毛效同的《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徐扶明的《牡丹亭研究资料考释》，胡忌、刘致中的《昆剧发展史》，陆萼庭的《昆剧演出史稿》，都提供了丰富的史料。现据诸先生的研究成果，参以自己的主观认识，将有关资料，排比分析，草一小文，算是《牡丹亭》演出的小史吧。

汤显祖指导下的全本演出

《牡丹亭》虽是一部文人剧，常被称为案头剧的代表作，但令人惊异的是，《牡丹亭》的演出几乎与其文学本的创作同步。石韫玉说：汤临川作《牡丹亭》传奇，名擅一时。当其脱稿时，翌日而歌儿持板，又一日而旗亭树赤帜矣。”（《吟香堂曲谱序》）这段话有人认为有一点夸张，然而，如果看一下邹迪光《临川汤先生传》：“公又以其绪馀为传奇，若紫箫、二梦、还魂诸剧，实驾元人而上。每谱一出，令小使当歌，而自为之和，声振寥郭。”小使这里指歌童。汤显祖写剧本时即有歌童为他试唱，他的《牡丹亭》（包括“四梦”在内），大约都是边写边唱、边字斟句酌完成的。这样，隔日而歌儿争相学唱，完稿不久传于市楼、歌坛，就很自然了。

虽然小僮试唱不是我们所说的演出，作者“自为之和，声振寥郭”也仅属清唱的范围，但真像邹迪光说的那样，每支曲文都由小使唱过，作者和过，那么这位小使（恐怕是数位小使）便是《牡丹亭》最初的歌唱演员。他们至少唱过了全本《牡丹亭》的曲辞。

清唱后便出现了真正的演出。汤显祖就是最初的演出活动的组织者和指导者。江西艺人王有信、于采、许细、罗章二等就是首批演员。大家熟知汤显祖的一首诗说：“玉茗堂开春翠屏，新词传唱牡丹亭。伤心拍遍无人会，自掐檀痕教小伶。”说的是汤显祖退居玉茗堂后在临川教习当地演员演唱《牡丹亭》的情形。这里从字面上看也似点板唱曲，但如果再看另一首《寄嘉兴马乐二丈》诗：“往往催花临节鼓，自踏新词教歌舞。”可知汤显祖教宜伶演唱《牡丹亭》时，不仅教其腔调板式，还配有舞蹈、身段，甚至舞台调度。作为剧作者，他对剧中人物的思想情感有独到的把握，所以他在指导演员歌唱、舞蹈时，就要把自己对人物的设置、理解讲给演员听，至少不使这些小伶也全是“伤心拍遍无人会”吧。这就类似现在所说的人物分析。如果是这样，汤显祖既教唱，又教舞；既分析人物，又安排舞台调度，尽管当时没有人称他为导演，那时根本也无所谓导演，但从他的实际作用看，这位剧作家岂不正是《牡丹亭》的导演，而且是第一位导演？

江西演员演出《牡丹亭》的事，见于汤显祖的三首诗：《滕王阁看王有信演牡丹亭二首》、《伤歌者》和《听于采唱牡丹亭》。诗说他们的演出，笙箫雅韵，苦调清微，慢舞凝歌，动唱盈盈，魂梦离情，幽冥来去，都是对他们演出的纪实性描写。这证明汤剧问世不久，江西便出现了演出《牡丹亭》的高度热情。临川、南昌几处成功演出还博得汤显祖的高度赞许。《牡丹亭》以它深刻的思想和独特的风格确确实实在剧坛独树一帜了。

然而，江西是怎样演出《牡丹亭》的呢？撇开戏剧史上常涉及的腔调问题，这里讨论的是：他们是全本演出还是经过删削的非全本演出？汤显祖在上述三首诗里有句说：“牡丹魂梦去来时”、“花神留玩牡丹魂”，虽有囊括全本剧情的意味，但诗句终究太简炼，不能推出明确的答案。倒是汤显祖写给宜伶罗章二的一封信显得简捷、明确。信说：“章二等安否？近来生理何如？《牡丹亭记》要依我原本，其吕家改的，切不可从；虽是增减一二字，以便俗唱，却与我原作的意趣大不同了……如今世事总难认真，而况戏乎？”

罗某是演员，大约也是班主。他在演出中常接受汤显祖的指导，所以当见到删改本《牡丹亭》出现时他就来向剧作者请教。汤显祖回答得很明确：演出要依原本，演时不能增减一二字，否则便是不认真，便也破坏了原作的意趣。态度的坚决、强烈，可谓不可移易。罗章二、王有信辈既是汤剧的知音，他们正凭借着这位乡贤的“四梦”来维持“生理”（即生计），他们会很自然地演出他的全本；《牡丹亭》的删节润饰本虽已出现，但其初都只是江浙文人为适应昆曲演出所为的，一时都不曾刊刻，传到江西的，还只有汤显祖得到的一个吕氏（吕玉绳）改本，江西艺人也就不可能照这种删节本演出。准此而言，罗、王、于、许等艺人和戏班演出的《牡丹亭》正是保持作品原貌的全本。由于保持原貌，所以他们的演出都得到汤显祖的肯定和赞许。由此可见，最早出现的频繁的《牡丹亭》演出是在汤显祖指导下的全本演出，有的甚至是由汤显祖直接排演、监督的原本演出。据此，约在四百年前便出现了真正全本演出的辉煌了。

原本与改编删削本的并行演出

一字不易地照原本演出是不是江西艺人的一种偏好，或仅仅是汤显祖为维护著作权和自己的创作意趣的个人行为呢？换句话说，这种全本演出在舞台上是否能长久地葆有生命力呢？这就要考述一下明万历中期以后剧坛的演出情况。

明中后期的戏剧演出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家庭戏班，二是民间职业戏班。昆山腔兴盛后，文人传奇则主要由官僚士大夫的家庭戏班搬演。家庭戏班演出《牡丹亭》的纪录有：太仓王锡爵家班，无锡邹迪光家班，徽州吴越石家班，常熟钱岱家班，吴中沈君张家班，清初的阮大铖家班、吴昌时家班、宋荦家班、王永宁家班、顾明威家班等等，这在戏曲文献中不绝于书。这些戏班所演是否依据汤氏原本演出全本，或事完词减号称全本，文献中没有详细的记载，不能一一判断。但有三家演出应为原本，或近于原本。

邹迪光家班。邹迪光，字彦吉，万历二年进士，授工部主事，官至湖广提学副使。罢官后在无锡惠山治园亭，购优童，征歌度曲，极声伎之乐。约当万历39年，他致信汤显祖，特邀汤显祖来无锡看邹家班的昆曲《牡丹亭》演出。信说：“所为《紫萧》、《还魂》诸本，不佞率令童子习之，亦因是以见神情，想丰度。诸童搬演曲折，洗去格套，羌亦不俗。义仍有意乎？鄱阳一苇直抵梁溪，公为我浮白，我为公征歌命舞，何如？何如？”信中流露出一片诚意。邹氏既诚心特邀汤显祖，为汤显祖作演出，他就不能不尊重原作，不能不尊重汤氏维护原本演出的强烈意愿。况且邹氏家班规模大，财力厚，水平也高，妖姬美妾充轫，“优童数十，极一时之选”，具备演出全本的规模。这次汤显祖虽未能赴约，但邹家班却已作好了全本演出的排演，必也作过这样的演出。

吴越石家班。吴越石，徽州人，客居金陵。吴家戏班训练演员非常严格，每演一部戏，“先以名士训其义，继以词士合其调，复以通士标其式”，即讲解剧本、设腔定谱、设计身段和舞台表演格式，这些名士、词士，尤其是通士，就承担着后世导演的职能。著名戏剧理论家潘之恒就为这位同乡的班子做过这方面的指导。吴家班成功地演过《牡丹亭》。潘之恒在《亘史、杂篇》中说：“余友临川汤若士，尝作《牡丹亭还魂记》，是能生死死生，而别通一窦于灵明之境，以游戏于翰墨之场。同社吴越石，家有歌儿，令演是记，能飘飘忽忽，另番一局于缥缈之馀，以凄怆于声调之外。一字无遗，无微不极……乃今而后，知《牡丹亭》之有关性情，乃为惊心动魄者矣。”这“一字无遗”、“无微不极”八个字，就是照原本完整演出的最好注脚。在潘、吴等看来，演出全本，才能见“生死死生”的至情，才能令观者惊心动魄。这就是他们要演全本的道理。潘所记吴家的演出约在万历36年，这意味着：继江西之后，南京昆班也用原本演出。江左、江右可谓并驾齐驱。

入清后，家班趋向衰落。但至康熙时官僚士夫征歌逐舞又开始抬头。演出《牡丹亭》也成为重要节目。其例如：

清初词人陈维崧有[绮罗香]一词，题目作“初夏连夜于许茹庸仲修席上，看诸郎演《牡丹亭》有作”。词谓：“许椽多情，清和佳节，连夕娇歌妙舞……看一群灯下诸郎，依稀尽解此情苦……好院本，全部笙箫”。词虽没有明确演出全本，但所谓“全部笙箫”，连夕演出，离全本演出大约也不太远。

另一例子是陆辂带往抚州的昆班演出。陆辂，常熟人，康熙33年任抚州通判。到任后，见汤显祖的玉茗堂毁于兵火，于是捐俸禄，集财物，重建玉茗堂，落成之日，大宴幕僚及当地士夫，并出所携吴优，演《牡丹亭》二日，款待宾客。戏演完，他的任期也满，即解帆去。王渔洋诗：“酒罢江亭帆已远，歌声犹绕画梁尘”，写的就是这次演出的情景。这次演出，费时两日，从焦循、金埴、王士慎的纪述和上引诗句看，两日实为两日夜连演。我们知道，长达百出的《目连救母》全本演出一般用三个日夜，演出55出的《牡丹亭》有两日夜，大约也庶几近之了。可见新建玉茗堂的《牡丹亭》演出，应该是全本，或极近于全本。这证明，《牡丹亭》的全本演出至少持续到康熙中叶。换句话说，在《牡丹亭》问世的百年内（1598—1694），忠实于原著的全本演出几乎没有中断过。

然而《牡丹亭》长达55出，每出文辞又相当繁缛，连日演出、竟夕演出，偶一为之，不失新鲜；经常演出则无论精力、财力都不胜负担，势所难行。谁都承认，《牡丹亭》的语言精美绝伦，人罕其匹，但奇宇僻典、生造硬词汇，也随处可见。读时已晦涩难懂，听唱时更如坠五里云雾，这就更难保持原本演出的势头。尤为突出的是，汤显祖是照传奇体例创作，按传统曲牌格式填词的，他没有想过要让《牡丹亭》去适应某种声腔（如昆腔）的格律。他重视的是才情，是文采，也是意趣。创作时驰聘才情，意趣横行，意之所到，竟不妨拗折天下人的嗓子，清规戒律怎能束缚他的手脚？但昆山腔偏偏选中了汤显祖，又尤其偏爱《牡丹亭》。从魏良辅到沈璟，昆曲恰又形成了非常严谨的格律。这样，《牡丹亭》固不适应昆山腔，昆山腔也适应不了汤显祖。著名串客王怡庵说：《牡丹亭》曲辞每每连下数十馀闲宇，然后才着一二正字，怎么唱？他逢人都说：“难，难！”理论家则告诉他：“难，难正复佳！”这就是彼此不适应而昆曲家力求它适应的故事。在这种需要下，《牡丹亭》出现了吕改本、沈改本、臧改本、冯改本、硕园改本等多种删削润饰本。他们都在缩短剧本长度，规整曲牌格律以及曲辞的通俗化方面作出了探索。

吕改本即吕玉绳改本，这是引起汤显祖强烈不满的删节本。汤显祖说：“虽是增减一二字，以便俗唱，却与我原作的意趣大不同了。”似乎改动不多，但精神顿失。在《答凌初成》的信里，汤氏却又说：“不佞《牡丹亭记》，大受吕玉绳改窜”，割蕉加梅，结果是：“却愧王维旧雪图”了。看来改动很大，至少在意趣上面目全非了。这一改本没有留传下来。有的研究者认为它就是沈改本，没有什么吕改本。沈改本即沈璟改本，名《同梦记》，又称串本《牡丹亭》，是一个未曾刊刻的删改本。由于没有传世，所以具体面目不清楚。《南词新谱》留有几支残曲。改编的意图是便于昆唱，故调整平仄韵律，词句上也稍加压缩，看不到大动作的痕迹。

其三是臧懋循改本。它既重格律，又重搬演，所以改动比较大刀阔斧。它表现在：一是删并出数，即将55出删并成36出，精减了19出之多；二是压缩曲文宾白。原作434曲，删削后只留下241曲，所谓烦文冗曲删减近半；三是改动曲词使之通俗易懂，便于观者听闻。这些改动，可谓毁誉参半，却也为演出提供了方便。

第四个著名的改本是明末徐日曦的硕园改本。它被毛晋收入《六十种曲》，故最易见。硕改本也是删并、改动原作场次而成。硕本存43出，比原本减少12出。每出曲文都有不同程度的删改，场次顺序也有变动，也是一个舞台演出本。

第五是冯梦龙改本《风流梦》。冯本存37出，较原本少18出，《劝农》、《虏谍》等10出都被删去。《闺塾》、《肃苑》则并为《传经习字》。情节调整，改词改句，时时可见。尤其引人瞩目的是，冯氏于剧中加了不少舞台动作和表演提示。所作总评和每出的眉批，对人物、情节和表演都作了很多有益的分析，因此，它既是一个适应舞台需要的演出本，又留下了这位深谙舞台经验的作家“导演”《牡丹亭》的痕迹，称得上是一个导演本。冯梦龙也就是继汤显祖之后的又一位导演。冯改本被舞台认可，它的部分场次（如《春香闹学》、《拾画叫画》）成了折子戏的经典之作，长期演于舞台。

列举这些改本，证明了一个事实：《牡丹亭》问世不久，在“四方歌者皆宗吴门”的情况下，很多曲家、学者都认为按汤氏原本演出，不仅格律上不和谐，结构上的散蔓繁冗，语言上的奥博艰涩，都不便于登场。其中固然有格律派与曲意派的标准问题，但又不单是格律与文采之争的问题，至少在剧本长度和语言雅俗问题上，文学本与舞台本之间都存在较大的距离。为了将案头之书变为场上之曲，他们除了调节韵律外，都删减场次，拆并出目，改动文句。每种改本虽在成败得失上几乎都招来非议，总的来说，他们对人物思想感情的把握和语言能力上都远不能与汤氏相比，但改革传奇的篇幅和力求语言的通俗化，已成为明末清初剧坛的普遍要求和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臧氏《紫钗记》批语谓：“自吴中张伯起《红拂记》等作，止用三十折，优人皆喜为之，遂日趋日短。”大势正是如此。这些三十余出的《牡丹亭》，首尾完整，情节删减不多，演来却省时省力，主客方便。演员也可以减轻过重的负担。可谓一举数得。改本《牡丹亭》的出现正适应了舞台演出的需要。

改本出现后，它就被家庭戏班和职业戏班广泛采用。见于文字记载的如：（1）沈璟、沈君张家班。沈璟改本称串本《牡丹亭》，串本即演出用的脚本。沈璟词隐堂“自选优伶，令演戏曲”，主要是演主人创作的剧本，串本《牡丹亭》当是自娱剧目。君张是沈璟的族侄，家有女乐七八人，曲房深室，不与外人观。叶绍袁《年谱别记》谓演“玉茗堂诸本，声容双美”，所演《牡丹亭》当是沈改本。（2）嘉兴吴昌时鸳鸯湖（今南湖）所演《牡丹亭》是招待宾朋的家庭演出，据朱隗所作《鸳湖主人出家姬演牡丹亭记歌》：“幽明人鬼皆情宅，作记穷情醒情癖”、“归时风露四更初，暗省从前倍起予。”可知演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而又仅尽一日夜之工，应是一个事全词简的删节本。（3）明末，南昌李明睿弃官归里，构筑沧浪亭，选苏州女乐于亭上演出《牡丹亭》。一时名流云集，朱徽、孙枝蔚、归庄、黎元宽、李元鼎，都竟相作诗纪演出之盛。黎诗有“女乐教成曲不误”“牡丹唱彻韵筹添”的句子，连宵畅演
，尽醉流觞，当属首尾两全的本子。（4）崇祯时，祁彪佳在京城入陆园观《牡丹亭记》与隔日赴张三峨席观 《牡丹亭记》，虽不详是全本或节本，《牡丹亭记》，与次日赴张三峨席所观《牡丹亭记》，虽不详是全本或节本，但从一日之欢的演出惯例来看，既为《牡丹亭记》，也应属首尾完整的删并润饰本。（5）这里再说一下宗族节庆演剧与城乡庙会的《牡丹亭》演出。根据多数文献纪录，宗族节庆演剧与城乡庙会所演多是忠孝节义、神鬼仙佛和历史演义一类节目，生旦风情类剧目很少，陶奭龄的《小柴桑喃喃录》所载风雅颂诸类都为庆典剧目，却指《西厢记》一类为淫戏，禁止演出。明末小说《鼓掌绝尘》第33回，记尚书府灯饰戏剧故事28种，中有三国、两汉、隋唐及西游、水浒等小说、戏剧人物，却没有《牡丹亭》的踪影。但随着城乡演出的扩大和民间思想观念的松驰，《牡丹亭》在江南市镇演出中也显露了身影。例如王禾犀 登《吴社篇》记苏州庙会，就有“东方朔偷桃，牡丹亭梦交，望湖亭新作”的人物装扮；潘耒《救狂后语》更说：“演剧酬愿，惟神庙有之。戏台在大殿后，所演多《西厢》、《牡丹亭》诸艳本。师徒相酬，动十数日。”神庙戏台演出《牡丹亭》这里记载得最明显。《昆剧发展史》在比较家班和庙会演出的异同时指出：“家庭昆班经常性的演出大都是演折子戏，而职业昆班在城市农村演出的基本上是全本戏。”而这全本，不是照传奇原本一字不动的搬演，“而是经过职业艺人精简过场子、删改过曲白的首尾连贯、情节完整的全本戏。这种全本戏容易为群众接受。”不说它是一条规律，至少也是普遍演出现象。如果承认这一现象，那就可以说：在城乡集市、庙会的《牡丹亭》演出中还存在艺人改编、艺人串演的“首尾连贯、情节完整”的删并本。

上面所说的家班和职业班社演出的《牡丹亭》，虽然不能确定为何种改本的演出，而且，有的也不能确定它必是首尾完整的演出；但所知沈、臧、徐、冯改本，以及艺人庙会串本，内容上都首尾连贯，情节完整，那么据此进行的演出，都是一种压缩原本的全本戏演出。明末至康熙这百年间，主要就是汤氏原本与这折子戏时代的《牡丹亭》演出

昆剧演出史指出：康熙末叶以迄乾嘉之际，昆剧进入折子戏时代。整个剧坛形成了盛演折子戏的风气。在这种潮流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牡丹亭》主要以折子戏形式呈现于私人厅堂、宫廷舞台和近代戏园，但全本演出也没有完全中断。

《牡丹亭》的折子戏演出，出现颇早。前述钱岱家班，擅长剧目有《西厢记》、《牡丹亭》等十余种，但“戏不能全本，只摘演一二出或三四出而已”，可见演的是《牡丹亭》的几段折子。吴三桂的女婿王永宁一次在苏州拙政园演戏，余怀作词纪事，中有“丽人演《牡丹亭·惊梦》、《邯郸梦·舞灯》，娇艳绝代，观者消魂”的文字，可知二梦都各演一折。这说明，演出折子《牡丹亭》已是明末演出的一种形式。

折子戏演出的普遍化在乾隆时代。《缀白裘》的编辑流行可以作为舞台折子戏演出状况的标志。据吴新雷的研究，康熙《缀白裘》选《琵琶记》至《明珠记》凡39种，85折，中无《牡丹亭》的选出；乾隆四年玩玉楼主人辑本选《西厢记》至《邯郸梦》剧目36种，选戏120折，中有《入梦》、《寻梦》、《拾画》、《冥判》等4折，乾隆29年至39年通行本《缀白裘》刊行，各集所收《牡丹亭》已有《冥判》、《劝农》、《拾画》、《叫画》、《学堂》、《游园》、《惊梦》、《寻梦》、《圆驾》等9出。从《缀白裘》所选《牡丹亭》出目的增多，可以看出《牡丹亭》折子戏影响的扩大和折子演出地位的日趋重要。

其它重要文献有：

佚名《观剧日记》载乾隆中期江西戏班所演折子是：《学堂》、《劝农》、《游园》、《惊梦》、《寻梦》、《离魂》、《冥判》、《圆驾》。

道光间《审音鉴古录》所记舞台表演出目有《学堂》、《劝农》、《游园》、《堆花》、《惊梦》、《寻梦》、《离魂》、《冥判》、《吊打》、《圆驾》。

道光至光绪清宫所演折子有：《冥判》、《仆侦》、《劝农》、《游园》、《惊梦》、《吊打》、《圆驾》。

同时姚燮《复道人度曲》所录日常演唱的折子计有《劝农》、《闺塾》、《拾画》、《叫画》、《游园》、《惊梦》、《寻梦》、《闹殇》、《冥判》、《幽媾》、《硬拷》诸出。

以上折子目录说明，上自宫廷，下至城乡职业戏班，乃至家弦户诵所演《牡丹亭》，都是折子的演出。这些折子尽管名目、出数或有不同，但总的看来，都集中在剧作的精华部分以及戏剧性较强、舞台效果较佳、唱做较有特点的出目。经过数百年的艺术积累，杂剧、传奇乃至地方戏的剧目极大地丰富了；经过无数艺术家的创作加工，折子戏大多成为艺术精品并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在这种情况下，逐渐提高了观赏品位的观众，追求的是高品味的艺术享受，而不钟情于首尾连贯、故事完整；追求的是多种风格精品剧目的满足，而不再是妍媸不分、照单全收。所以，折子戏是昆曲艺术的创造性发展，是戏剧艺术的一大进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乎就是凭借《牡丹亭》的这些折子，才使这部名剧绵延不绝，成功地延长了《牡丹亭》两百多年的舞台生命。

既然如此，乾隆以后是否就没有全本《牡丹亭》的演出？折子戏的光芒是否导致全本戏在舞台上的绝迹呢？恐怕未必这样绝对。

一个可供我们思考的事例是冯起风《吟香堂曲谱》和叶堂《纳书楹曲谱》的问世。这两部曲谱都成于乾隆末年，都有《牡丹亭》的全谱。冯、叶之前，已有钮少雅的《格正牡丹亭》，但钮谱虽定板却不注工尺，所以其实未留下音乐谱。冯、叶二谱将全本《牡丹亭》的曲文改腔易调，纪录旧谱或重订新声，使之既合于昆曲格律，又保持原作的文字精神。二谱工程浩大，它们不仅定板定腔，而且将未曾谱过的曲辞全部打谱（首出二支，本为吟诵，故无谱），为《牡丹亭》原本（自然也是全本）的昆曲演唱奠定了基础。我们不知道二谱谱定后，有没有热心人照新谱演出过，但叶堂的《四梦全谱自序》说过，《紫钗》谱出，陈竹香刺史就召了名优演出新本《紫钗记》。可见新谱是应演出之需而制的。如果这一事例可以参照，我们可以推测新谱全本《牡丹亭》当时也作过类似的演出。

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乾隆后期，浙江确有《牡丹亭》全本的演出。王文治《冬日浙年诸公，叠招雅集，席间次李梅亭观察韵》其四云：“稗畦乐府绍临川，字字花萦柳絮牵。芍药栏低春是梦，华清人去草如烟。”末句下注：

“时演《牡丹亭》、《长生殿》全本。”

王文治，字禹卿，号梦楼，乾隆、嘉庆时人。工诗文书画，又雅好词曲。曾为叶堂参定《纳书楹曲谱》，贡献亦多。晚年主讲杭州、镇江书院，该诗当作于杭州书院时，是在乾隆后期。以此可证，乾隆晚期杭州尚演《牡丹亭》全本。

不宁唯是。近人蒋瑞藻《小说枝谈》引《缺名笔记》谓：

“《牡丹亭》自‘言怀’迄‘圆驾’，都五十四出，洋洋数万言，诚才大如海；姑勿论作者之难，即把读亦不易也。乾、嘉、道、咸之际，昆剧盛行，此戏比演全本，今则割裂散漫矣。”

“比演”意为“连演”、“都演”。“比演全本”也即乾嘉道咸以来连连演出《牡丹亭》全本。这一情况，真有点出乎我们的想象之外。也许《笔记》作者所言不免有夸大失实之处，但不能怀疑：清代中后期的确不时可见此戏的全本演出。

由此可知，在距今不过近百年的时间，在花雅两部（尤以雅部为甚）几乎是折子戏的一统天下时，昆曲仍继续演出《牡丹亭》的全本。

上述文献表明，《牡丹亭》问世后的四百年，固然有多种形式的演出，但其中却以全本演出历史最长，持续最久，如果将现今的全本演出断言为四百年来的首次演出，无疑失于轻率。称颂现在的舞台本为四百年来重现的全本也不是严肃的尊重历史的态度。

《牡丹亭》有各种形式的演出，但从四百年发展的趋势看，原本演出困难最大，演出效果也未必理想，除特殊需要外，都难以坚持、普及。改编本适度删并紧缩，照顾了故事情节的完整，又使演出趋向精炼，适应了演出前期的需要。折子戏则保持了原作的精神，又充分发挥各出的表演特色，最为灵活自由。这一过程是一个由繁而简、由冗杂而精粹的过程，也是昆剧表演艺术趋向进步的过程。研究这段历史也许可以提供某种有益的借鉴。

       （本文刊于《上海戏剧》1998，6期）


